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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装备制造业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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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产学研合作是区域创新的主要途径和重要来源。以中国装备制造产业为例，基于中国

知识产权局 1985-2012年间的合作发明专利数据，借助SPSS、UCINET、ArcGIS等定量分析工

具，对中国装备制造产业合作网络的创新主体结构、空间结构及其演变、创新合作的空间尺度的

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民营企业、高校在中国装备制造产业创新网络中的地位不断

上升、数量不断增加，且已经成为重要的创新源泉；市域空间合作成为发达地区城市产学研创

新合作最重要的空间单元，国家空间是欠发达地区城市产学研创新合作的主要空间载体；理工

科高校等科技资源的空间集聚态势是导致创新网络层级特征的主要因子，科技资源富集的行

政中心如直辖市、省会城市等发达城市成为最重要的资源集聚地、创新源泉和创新合作对象。

关键词：装备制造业；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空间尺度；科技资源；中国

DOI: 10.11821/dlxb201602006

1 引言

知识、网络、空间关系是经济地理学关注的热点词汇，不少学者从产业集群与多维
邻近性、跨国社区与技术守门员、全球网络与本地联系以及知识的类型与流动等侧面，
对创新及其网络特征进行了论述[1]。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创新对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
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地与全球两个空间尺度创新要素、网络之间的关系成为地理
学者关注的科学问题[2-4]。Scott、Cooke等新区域主义论者指出，产业区、产业集群、创
新型区域等经济活动空间形态受区域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影响，具有特定的地方网络
范式[5-6]；Coe等全球生产网络论者指出，地方性对创新具有阻滞效应，只有通过与外部
进行知识传递、合作与学习，才能促进创新的产生[7-11]；而Bathelt等关系经济论者则指
出，只有通过全球生产网络与地方网络互动[12-13]、本地蜂鸣—全球通道的互通[14]，才能推
进持续高效的创新。然而，驱动装备制造业合作网络创新的力量究竟来自于国外，还是
来自于本地是学术界尚待回答的问题。

此外，现有研究成果主要分析了发达国家创新合作网络的特征与机理，对发展中国
家关注不足[15]。2011年中国装备制造业产值为27.66万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高
达 32.76%，2013年占全球装备制造业总值的比重超过 1/3，位居世界首位。而中国的创
新政策、创新主体等与德、美等发达国家存在着较大的不同，中国装备制造业合作创新
网络与欧美相比究竟有何特点？内部作用机理有何异同？同时，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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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外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促进了中国的快速工业化。然而，由于劳动力、土地成本的
大幅上升、资源环境约束逐渐显现，低成本的工业化难以为继，2015年3月13日中共中
央、国务院适时发布了《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
见》，更加重视产学研一体化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作为提供技术装备的战略性产业，装
备制造业创新水平的提高不仅对自身效率具有积极的影响，还能通过技术扩散，促进整
个产业体系效率的提升。因此，归纳中国装备制造业的产学研创新网络特征、明确创新
主体、摸清创新网络空间演化规律、确定主要影响因子及其作用机理十分重要。本文拟
围绕这些问题开展研究，意在抛砖引玉。

2 文献综述

2.1 合作网络的创新主体
资源基础理论指出，企业是受到行政管理框架协调、有一定边界的资源集合体，内

部资源以及知识和能力的积累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而企业竞争优势在于其生产
产品的异质性资源而非最终产品[16-17]。但当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时，需要通过不断向外
合作获取新的核心资源，合作伙伴可以通过分担成本、共担风险和提供互补资源帮助企
业提高竞争力 [18]。也就是说，合作创新是企业获得知识、弥补创新资源不足的有效途
径。而社会网络结构对于信息和创新的扩散、技术和知识的交流非常重要[19-20]。Jensen等
则认为，企业与高校、研究机构等知识生产机构之间建立的基于R&D投资和人力资本的
正式合作关系是创新的主要方式[21]。Fitjar等进一步指出，与高校等研发机构合作产生的
知识能够以编码化的形式进行传播，可以跨越更大的空间尺度，是企业创新的重要方
式，而与供应商和竞争者的合作易受地理距离和认知距离的局限，有可能产生技术锁
定，对创新的影响并不明显[22-23]。在产学研创新网络中，科研机构肩负着创造、扩散知识
与创新的任务，是本地和非本地知识溢出的关键来源，作为知识和技术网络的节点，是
人才的集中地；企业作为知识溢出的主要受益者，接收网络中其他成员外溢的知识，通
过实现创新产出带动整个网络创新能力的提高。对于知识密集型的企业来说，大学和研
究院所的集中分布地区无疑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24-26]。装备制造企业合作的动力往往来源
于解决特定问题的需要，产品定制促进了供应商和用户之间的创新合作，企业与高校及
研究院所的合作则是更高层级的合作创新，多涉及到新技术的首次产业化，能够提高整
个产业的创新能力[27-28]。

在创新网络中，不同国家创新主体并不完全相同。就装备制造业而言，美国装备制
造业的创新主体是大型跨国公司；德国虽有西门子、博世等世界级巨头，但被称为“隐
形冠军”的中小企业才是创新的主体。在一些专业机械领域，小型企业在世界市场的份
额往往占有绝对优势地位[29]。而关于中国装备制造业创新主体的问题，学者的认识各不
相同。胡云飞等认为，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参与市场竞争的同时还要承担一定的社会
责任，企业缺乏适应市场进行改组、改制的动力和压力，创新主体是非国有的大型企业[29]；
叶琴则指出，大型企业拥有较强的研发实力和声望，成为高校和科研机构最重要的合作
伙伴，是创新的主体[20]；吕国庆等则认为产学研创新网络中中心度较高的成员多为高校[30]。
因此，需要进一步明晰中国装备制造业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的主体构成及其演变过程[28]。
2.2 创新合作的空间尺度

产业集聚可以促进区域内企业、高校以及科研机构的合作，共同的社会、文化、制
度背景可以增强相互信任，有利于当地创新网络的形成[31]。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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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和技术得以跨越区域、国家和文化边界进行交换[32]，跨国公司为降低成本和开拓新市
场在世界各地建立分支机构，将全球各地的产业集聚区连接起来，形成了跨界合作网络[33]。

20世纪80年代以来，Scott等开始关注产业集群对技术创新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
动作用，强调内生性因素、内部根植性、制度厚度对创新的决定性作用[5]，认为产业集群
的竞争优势来自于本地知识流动、劳动力市场等外部效应[34-36]。Ibrahim指出，地方知识
资源和知识溢出是美国通信集群竞争力的主要来源[37]；而Dicken等学者则指出，局限于
区域内部的创新合作会导致区域锁定，企业获取外界知识的能力以及当地与外界知识节
点建立联系的能力才是决定产业集群能否持续创新的重要因素[2]。Lucas等分析了加拿大
6个区域的 ICT产业后指出，产业集群的外部联系比内部联系更加重要，产业集群内公司
的竞争力来自于全球通道的构建[38]；Huber认为英国剑桥信息技术集群竞争力并不是来自
于本地知识溢出，而与国际人才汇集和剑桥品牌的全球影响力有关系[39]。

Bathelt等则认为，通过跨国公司的本地化和本地企业的国际化，集群才能得到更好
的发展，本地结网、跨区域联系是合作创新的关键[40]。Sonderegger等指出，在不同发展
阶段、不同空间尺度，产业集群创新合作方式不同，全球通道在产业集群演化的始末都
具有重要作用，在产业集群发展的后期本地蜂鸣的作用更强[41]。李二玲等对河南钢卷尺
产业集群网络的形成和演化分析后指出，本地创新网络重要性随集群的发展有所降低，
而全球供应链网络重要性则不断提升[42]。张云伟对上海集成电路产业集群演化研究后发
现，创新主要驱动要素逐渐由全球通道转向本地蜂鸣[33]。

Asheim等认为，装备制造产业创新以综合性知识为基础，具有较强的空间情境性，
重视面对面交流，地理邻近至关重要[43]。回首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中国装备制造
业规模不断扩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然而，全球本地互动中哪一个空间尺度才是影响
中国装备制造业合作创新的空间载体？不同发展阶段，合作创新空间载体一成不变吗？
2.3 创新网络的演化动力

地理邻近性、社会邻近性、认知邻近性是影响创新网络演化的重要因素[4, 44-45]。地理
邻近性促进了区内各种社会关系的形成，为具有相似特征的行为主体间知识流动创造了
良好条件。20世纪初期，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指出，空间集聚产生的外部规模经济促进
了企业间的知识外溢，“产业氛围”有利于产业区内企业的互动与知识共享；1986年，
来自法国、意大利、瑞士等国的区域科学研究者组成的GREMI小组指出，地理集聚促进
了企业的集体行动，而集体行动反过来又加快了企业间知识流动[45]；Hoekman等对欧洲
知识生产网络分析后发现，地理邻近是节点形成知识网络的基础，也是知识网络演化的
首要驱动因子[46]。

社会邻近性有利于行为者之间信任感的建立，这种信任感会促进知识，特别是隐性
知识的近距离与远距离的传递。企业在地理上的空间集聚为各种社会关系的形成提供了
机会和可能，部分社会关系培育出信任关系，社会邻近开始发挥作用，成为企业获取网
络外部知识的关键因素。Breschi等认为，人际社会网络是影响知识流动的重要原因[47]。
Owen-Smith等和Grabher分别对波士顿生物医药创新网络、伦敦Soho广告村和好莱坞电
影娱乐产业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网络创新绩效的提升不仅来源于本地互动，建立全球
性战略伙伴也是影响网络绩效的主要途径[48-49]。

认知邻近有利于相关企业采取集团行动、合作创新。Owen-Smith等强调技术守门员
的“桥梁”作用，他们不仅能够寻找和吸收外部知识，还能为区域内部的企业处理和编
译外部知识，有利于外部知识在区域内的扩散，但这也要求本地企业有足够认知能力接
受这些知识[48]。王秋玉等对东营石油装备业的研究则表明，本地认知能力相似的企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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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存在着较多的合作创新关系[50]。
创新是不同主体在不同空间尺度上联合开展科技研发与应用的过程，而建立合作网

络是降低创新风险、提高创新绩效的重要方式之一。Glückler认为，区域创新网络演化
受初始环境和后续事件的影响，同时也与网络主体所采取的战略有关[51]。中国装备制造
业创新网络的主体、互动合作机制、空间范围随时间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这正是本文着
力研究的重点。

3 研究数据和方法

合作发明专利是指多个实体单位联合申请，并获得政府部门批准的发明专利，它能
较好地刻画多个实体单位之间级别最高的科技创新合作水平。Hagedoorn等对影响创新的
因子进行比较分析后指出，合作发明专利是探讨知识共享和创新合作最直接、最有效的
方式 [52]；Griliches 和 Suarez-Villa 认为专利信息可以很好地表征创新产出和创新合作情
况[53-54]；Huallachain等指出，联合申请发明专利正越来越多地作为关系数据被应用于科学
研究，可以反映网络中相关节点基于创新活动所进行的合作[55]。本文的合作发明专利数
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与服务系统中的重点产业专利信息服务平台，并
借助SPSS、UCINET、ArcGIS等定量分析工具对其进行计算分析。
3.1 研究数据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建立于1985年，其数据库中的专利分为发明专利、实
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相比，发明专利的科技创新水平较高，
原创色彩浓厚[56]。因此，本文的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与服务系
统中的重点产业专利信息服务平台（http://www.chinaip.com.cn/）提供的装备制造业合作
发明专利数据。

由于在SIPO申请专利到获得批准需要 18个月的时间，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研究
区间设置为1985-2012年。研究的专利数据库中每一个专利至少有两个合作者。数据的筛
选处理通过以下4个步骤进行：① 每一个专利的合作发明者中，至少包括一个位于中国
大陆的企业和一所大陆高校或研究所；② 聚焦于不同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删除了子公
司与母公司之间、同一系统不同单位之间的合作专利；③ 满足前两个条件的专利总数为
19046个。将这些专利的主体分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高校、研究所和中外合资企业5
种类型。创新主体的基本信息来自注册记录，并通过网站查询进行二次确认；④ 在地理
空间分析中，每一个主体归属于一个城市，市内合作是指与位于同一个城市内多主体之
间的合作，省内合作是指发生在城市之外、本省之内的合作，国内合作是指发生在本省
之外、本国之内的合作；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是中国的4个直辖市，直辖市内的创
新合作划入市内合作。
3.2 变量选取

回归分析：可以展示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程度。笔者用回
归分析方法来厘清影响企业合作空间尺度的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自变量：企业与其他主体合作发明专利的空间尺度。以企业所在城市为基准，笔者
将市内、省内、国内作为自变量，1代表在该尺度内发生过一次创新合作，每个尺度用
创新合作的总次数进行衡量。

企业特征：企业特征影响其创新决策、创新合作伙伴选择、创新合作方式和绩效表
现[57]。Balland等在2013年指出，企业在观察年份内参与合作创新的次数可以表示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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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活跃程度和创新能级[58]。
合作伙伴：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企业创新合作伙伴包括高校、研究所、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与合资企业，笔者用合作发明的专利数量来衡量企业与该类型主体的合作情况。
创新环境：由欧洲区域经济研究学派提出，是指区内创新主体、集体效率以及创新

行为所产生的协同作用。国内知名创新研究专家、上海交通大学罗守贵教授等学者指
出，人均GDP、高校数量、R&D占本地GDP比重等指标是衡量区域创新环境质量的重
要指标[59]。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3》、《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3》。

创新层级：中国高校、研究所等创新资源空间分布极不平衡[60]，对所在地企业创新
活动的影响也很不相同。将参与合作发明专利数排名前30位的城市，按其重要程度分为
直辖市、省会城市和重要城市，用来表征企业的合作空间尺度特征。

4 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的结构分析

1984年之前，中国没有建立系统的专利制度，仅出台了一些单一的发明和技术改进
奖励政策措施[61]。1984年在借鉴国外特别是德国经验的基础上，中国颁布了第一部专利
法。从1985年开始，根据中国装备制造业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发展情况，可以分为以下
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起步阶段（1985-2000年）。1985年中国开始受理专利申请，并于
1992年对专利法进行了第一次修订，加强了对专利申请人权益的保护。在此阶段，申请
专利单位少，国有企业占申请单位总数的比重达 46.07%，参与合作发明了 79.35%的专
利，居于绝对的垄断地位。专利批准总量小，年均增长仅为10%；第二阶段为稳步增长
阶段（2001-2006年）。2000年8月2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
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决定》，赋予了非国有企业与全民所
有制、集体所有制企业同等的地位，以呼应中国改革并与国际接轨，为2001年中国加入
世贸组织做准备[62]。2001年，对中国高校专业设置进行了调整，加强了面向创新需求的
高新技术类学科专业和应用型学科专业建设，旨在为创新提供必需的工程技术人才。受
其影响，非国有单位占申请单位总数的比重从 2001 年的 37.59%上升到 2006 年的
52.86%，非国有企业的发明专利批准数超过了国有企业专利批准数，国有企业不再是多
个单位联合申报专利的主体。中国发明专利批准量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发明专利数
从2001年的244项增加到2006年的968项，年均增长率提高到38.69%；第三阶段为快速
增长阶段（2007年起）。2006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提出要加强自主创新、全面建设创
新型国家，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了《2006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的通
知》，要求高校成为区域创新网络的主角。同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
的若干意见》，为中国装备制造业创新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中国吸收的外来投资
从2007年的747.68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1117.16亿美元，R&D投入从3710.2亿元增加
到10298.4亿元，发明专利数共增加了14089项[63]。高校一跃成为多个单位联合申报发明
专利的主体，在该阶段，高校参与发明了87.88%的专利（图1）。
4.1 创新主体演变

1985年以来，中国装备制造业产学研创新合作主体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国退民
进”趋势明显（图2）。从主体结构来看，在第一阶段，研究所和国有企业的数量分别高
于高校和民营企业；在第二和第三阶段，企业的比例逐渐增加，且民营企业成为最重要
的创新主体，在第三阶段占比甚至高达一半以上；高校和研究所的占比逐渐降低，占比
小于50%，研究所下降幅度更加明显。2000年之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比例一直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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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在2011年甚至高达78.44%，成为中国装备
制造业创新网络的主体，而合资企业的比例一直
低于1%。

从创新主体合作网络演化情况来看（图 3），
在第一阶段，创新主体数量为1796个。根据其重
要性排序，依次为国有企业、中科院部门以及位
于北京和东北的高校，且均与钢铁、铝及化工等
重工业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促进科技的转
移和扩散，中共中央、国务院启动了一系列改革
计划，1987年将高科技企业从国有研究所和高校
中剥离出来，北大方正脱离北京大学，清华紫光
脱离清华大学，联想集团脱离中科院计算机研究
所，1990年代进一步将中央各部委所属的242个应
用型研究所直接划入相关国有企业[63-64]，极大地提
升了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为发挥企业创新主体
作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第二阶段，创新主体数量增加到 2276个。随着有关民营企业的种种障碍被清除，
以及民营创新服务体系的建立，民营企业不仅成为很多产业的主导者，在创新方面也取
得了巨大成功，研发投入和专利发明不断增加[27]。装备工业网络中具有较强中心性的创
新主体除了国有企业外，华为等少数民营企业也成为重要的创新主体。随着研究型院校
的建立以及企业研发对创新合作伙伴的需求不断提高，高校的地位不断提升，高校逐渐
成为区域创新网络中的主角。但从地区分布来看，东北地区的东北大学、东北工学院的

图1 1985-2012年中国装备制造产业产学研创新网络描述性统计分析
Fig. 1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patents and inventors compositions in China, 1985-2012

图2 1985-2012年中国装备制造产业产学

研创新主体结构演变
Fig. 2 Historical changes of inventors compositions

at three development stages in China, 1985-2012

图3 中国装备制造业产学研创新主体合作网络演化
Fig. 3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o-inventor networks structures at three development stages in China

256



2期 王秋玉 等：中国装备制造业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初探

重要性下降，而长江三角洲的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重要性上升。
在第三阶段，创新网络中主体数量高达7065个，网络规模非常庞大，创新主体之间

合作密集。受惠于2006年的高校专业结构调整，高校成为最重要的创新节点，国有企业
仅在矿产和能源等传统产业领域占据优势地位，民营企业仍然受制于创新资本匮乏，总
体地位不高。

不同所有制企业选择合作对象的倾向性不同。大型国有企业受上级政府影响，倾向
于系统内的研究所合作，而中小型民
企则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倾向于与高
校合作[65]。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
创新合作网络中，高校相对于研究所
的重要性分别为 3.98和 4.58，国有企
业相对倾向于和研究所合作；民营企
业相对倾向于和高校合作（表1）。
4.2 创新主体合作的空间尺度

高科技园和经济开发区是中国企业融入创新网络的重要平台。由于装备制造业的特
性，导致其产学研创新网络呈现出独特的空间特征。下面将从市内、省内、国内、海外
4个空间尺度出发，对主体的创新合作空间网络进行分析。

不同时期主导的空间载体不完全相同。2000年之前，市内、国内是最重要的合作空
间，省内合作较少发生，海外合作基本可以忽略不计；2000年之后，按对创新合作的影
响力大小排序，依次为市内、国内、省内和海外（图4a）。此外，创新合作的空间范围呈
现先扩展、后稳定的态势。2000年之前，创新合作者之间的平均距离总体上处于不断攀
升状态；2000年之后，创新合作距离趋于稳定，在426 km上下轻微浮动（图4b）。

不同创新主体偏向的空间载体不同。民营企业更倾向于与市内其他主体合作，很少
与省内其他主体开展合作；而国有企业基于其强大实力，更倾向于与国内其他主体进行
创新合作；很多高校研究经费来自于省级政府，因而倾向于与省内企业开展合作；而独
立研究所基于距离衰减规律，更偏向市内合作，中科院以及中央部委、大型国企所属的
研究所由于R&D资金主要来自中央，更偏向于在国家层面上开展合作（图5）。

综上可知，中国装备制造业产学研创新网络中，不同空间尺度主导的创新主体各不
相同，同一创新主体在不同的空间尺度拥有不同的比较优势。R&D经费来源、主体的社
会属性等在创新合作伙伴选择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表1 中国不同合作主体间合作比例(%)
Tab. 1 Composition of patents co-inventors among different actors

国有

民营

合资

高校

75.00

77.06

77.78

研究所

18.86

16.81

17.87

国有

1.65

2.71

1.45

民营

4.27

3.21

2.90

合资

0.04

0.04

0.00

总计

100

100

100

图4 1985-2012年创新合作空间结构和平均距离的时间演变
Fig. 4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spatial structure and average geographical distance, 1985-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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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城市创新合作的空间结构
Andersson等认为，中国国家创新系统根植于强势政府的土壤中，很多重要高校和研

究机构位于首都北京以及上海、杭州、广州等直辖市和省会城市，行政中心城市也就成
为创新合作主体的所在地[66]。中国装备制造业产学研创新网络密度图显示，东部沿海城
市在中国创新城市中具有引领地位[67]，北京始终处于创新网络的顶端，长三角和珠三角
次之，上海、杭州、广州、南京等城市创新中心地位逐渐强化，“创新三角”态势初现
（图6b）。从发展演化来看，成渝城市群在装备制造业创新合作网络中的地位开始缓慢上
升，“创新三角”有向“创新四边形”发展的趋势（图6c）。

知识的外部性和流动性是创新合作的前提，不同创新主体相互作用形成的知识网络
会提高创新源的创新能力，在空间上表现为城市创新网络。由于各个城市拥有的科研机
构、R&D投资能力、政策环境不完全相同，北京、上海创新条件最佳，广州、杭州等省
会发达城市次之，其他城市较差，条件较差城市除了接受条件较好城市的知识、技术溢
出之外，受创新成果的累积效应影响，还会主动寻求与条件较好的城市开展创新合作，
借此提高自身创新能力，进而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国产学研创新网络层级式特征[68-69]。

中国城市创新网络的层级特征鲜明。1986-2012年期间，共有323个城市参与中国装
备制造业的产学研创新合作，在发明专利数量上排名前30的城市所拥有的创新主体占创
新主体总数的比例为67.81%，占合作发明专利的比重高达93.18%，是中国装备制造业创
新的重要支点[70] （图 7a）。从空间分布来看，合作创新水平最高的前 30名城市主要位于
中国东部地区，北京、上海居于绝对优势地位。1986-2012年，北京拥有 5311个专利、
1199个创新主体；上海次之，拥有 3580个专利、996个创新主体；杭州、广州、南京、
深圳紧跟其后（图7a）。

在科学知识网络里具有结构洞位置的区域，不仅可以凭借网络中心性直接访问不同
的知识库，还有能力通过不同渠道在区域内部传播知识进而促进学习，这些城市将信息

图5 不同主体创新空间尺度的对比
Fig. 5 Historical comparison of spatial structure between public sectors and fi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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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知识转化为创新的能力较强，创新绩效更为显著。但是，缺乏有利网络位置的区域，
获得最新知识的机会较少，学习能力较差，创新能级较低，创新收益少[71]。从合作空间
载体的结构来看，位居创新排名前30的城市偏向于市内、国内二个空间尺度的合作。而
位居30名之外的城市则将国内视为最重要的合作载体，约占合作总数的一半左右，省内
合作成为次优选择，市内合作所占比例很小（图7b）。
4.4 创新合作空间尺度的影响因子

创新合作空间尺度的影响因子与城市平均创新距离有关。运用最小二乘法，对中国
装备制造业不同创新合作尺度的影响因子进行了多重模拟和计算，并对多重共线性、线
性预测的非线性和重大异常值进行了分析，没有发现严重的异常情况，证明计算结果可
信（表2）。多重模拟和计算表明，企业特征显著影响企业的创新空间载体，企业创新活
跃程度在模型1中显著为正，在模型2中显著为负，说明创新能级较高的企业一般位于人
力资源和科技资源丰富的城市，并倾向于与市内主体进行合作。

不同因子对不同水平城市创新合作的影响不同。在创新环境变量中，城市人均GDP

图6 中国装备制造业产学研创新网络中城市合作的空间结构演变
Fig. 6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o-inventor network structures in China

图7 中国城市创新合作空间尺度分析
Fig. 7 The spatial configuration of the innovation cooperation network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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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 1和模型 3中显著为正，在模
型 2中显著为负，说明城市经济水平
越高，企业倾向于在本市、国内二个
空间载体开展创新合作；城市高校数
量只在模型 1中显著为正，说明了创
新资源对企业具有很强的吸引力，高
校越多，知识溢出随之也多，创新合
作发生的频率也随之增加；R&D 投
入占 GDP 比重只在模型 2 中显著为
正，说明省内R&D投入占GDP的比
重越高，省政府对省内主体之间的创
新合作引导力越强，对企业合作创新
行为的影响就越大 [72]。Scherngell 等
指出，中国国家创新系统中行政壁垒
现象突出 [73]，各级政府的科技政策、
R&D 投资明显偏向行政区内的本地
各主体之间的创新合作[74]。

在主体构成中，高校、研究所、民营企业在3个模型中都显著正相关，并且在模型1
中高校、研究所、民营的系数呈现从高到低的排列顺序，高校、研究所、民营企业都是
创新主体，其重要性依次递减。此外，高校、研究所、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合资企业
等5类行为主体在模型1中都显著为正，说明了市内合作是其最重要的合作空间。

创新水平排名前30的城市的性质不同，创新合作空间载体也不完全相同。位于不同
区域的企业与不同类型城市的高校或研究所之间的合作，对于直辖市来说，在模型1和
模型2中显著为负，在模型3中显著为正，说明北京、上海占据了中国创新网络的中心位
置，对全国其他地区企业来此开展创新合作的吸引力强劲，区域外部的合作比例甚至高
于内部合作；省会城市高校、研究所对省内企业的吸引力强度高于市内企业；重要城市在
模型2中显著为正，在模型3中显著为负，说明重要城市的高校、研究所只能吸引省内企
业前来进行创新合作，对省外企业的吸引力有限。与Andersson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66]。

5 结论和展望

5.1 结论
① 中国装备制造业创新核心主体经历了从国有企业、经民营企业，逐渐过渡到以高

校为主的过程。高校和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创新网络中重要的创新主体；② 市内是中国装
备工业合作创新网络最重要的空间载体，城市创新资源多寡、地方政府的创新政策、
R&D投入对创新合作网络建设具有重要影响；③ 1985年以来，中国装备制造业产学研
合作创新网络先后经历了起步、稳步增长和快速增长3个阶段。从演变过程来看，创新
主体的平均创新距离呈现先增加、后稳定，创新合作网络空间范畴呈现先扩张、后稳定
的态势；④ 由于创新资源空间分布的不平衡，创新水平排名前30位的城市是中国装备制
造创新合作网络的重要支点，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津冀城市群、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
市群、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城市群构成了中国“创新三角”。从发展趋势看，成渝城市
群可能会加入创新支点系列，有望构成“创新四边形”。与美、德、日等发达国家的装备

表2 对不同创新合作尺度的回归分析
Tab. 2 Regression result of various innovation cooperation scales

创新空间

企业特征

创新环境

合作伙伴

城市的创新
层级

R2

调整R2

创新能级

人均GDP

高校数量

研发占比

高校

研究所

国有

民营

合资

直辖市(4)

省会城市(14)

重要城市(12)

模型1
本市

0.083***

0.065***

0.396***

-0.101***

0.319***

0.213***

0.116***

0.210***

0.023*

-0.042***

-0.077***

-0.006

0.493

0.492

模型2
本省

-0.068***

-0.086***

-0.147***

0.244***

0.612***

0.299***

0.002

0.185***

0.010

-0.109***

0.054***

0.029***

0.612

0.611

模型3
本国

-0.001

0.046***

-0.176***

-0.191***

0.379***

0.133***

0.090***

0.081***

0.001

0.162***

0.008

-0.034***

0.383

0.382

注：***：P < 0.001，**：P < 0.01，*：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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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创新网络最重要的空间载体为国际、最重要的创新主体为企业不同，中国最重要的
空间载体为市内，最重要的主体为高校。因此，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推进高校
的创新改革对于提高装备工业网络的创新能力和绩效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5.2 展望

展望未来，如何科学、准确地刻画中国装备制造业创新合作网络与欧美国家之间、
装备制造业创新合作网络与其他制造业创新合作网络之间的异同，如何挖掘中国装备制
造业创新合作网络发展演化过程蕴藏的经济地理学理论基础和科学规律，值得继续深化
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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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 evolution of innovation networks of
China's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ANG Qiuyu1, ZENG Gang1, LYU Guoqing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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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epartment of Economic Geography, Justus Liebig University Giessen, Giessen D-35390, Germany)

Abstract: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institut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rocess and its spatial
structures attract the interest of researchers in many fields. With the rise of emerging economies
and their technological upgrading, their spatial structure of innovation network is developing
into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And China, in particular, provides the opportunity to study the
evolution of such network structures. With the help of some sophisticated data analysis
software like SPSS, UCINET and ArcGI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bove- mentioned issues
based on graphical analysis and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co- inventor networks of China's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using patent data issued by the St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P.R.China from 1985 to 2012. We reached three conclusions about the structural
evolution of the industry-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network of
Chinese equipment manufacture industry. Firstly, our systematic examination has identified a
rapid growth of patents and significant changes of actor composition from 1985 to 2012, which
shows the rise of privately owned enterprises and universities around 2000, with universities
standing out as the most significant and strongest 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innovation
networks, while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only dominate some specific fields. Secondly, city-
level is the major geographical scale of industry-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collaboration in
developed cities; while undeveloped cities tend to cooperate with competent ones at provincial
or national level. It is mainly because concentration of universities and firms with strong
innovative ability makes it easy to find the perfect local partner, while weaker actors have to
look for the best innovation partners across city boundaries. Last but not least, political
decisions concerning R&D investment supported by provincial governments have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interprovincial innovation activities. Meanwhile, the spatial political bias in China
can lead to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Chinese innovation networks, which shows the
significance of municipalities and provincial capital like Pek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
Keywords: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dustry-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innovation networks; spatial scales; innovative resources;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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